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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省金寨县614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

实证检验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

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的两种类型(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

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显著积极影响;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

利影响,缓解效应显著,且人际信任的缓解作用要强于制度信任｡由此,提出完善宅基地退出户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提升农户社会信任水平､制定多元化宅基地退出政策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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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与之相伴的是农村宅基地的低效利用与闲置荒废[1]｡这既影

响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又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2-3]｡为此,国家推行诸多政策鼓励农户退出宅基地｡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统筹

协调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稳慎

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拓展改革试点,丰富试点内容｡但从现实状况看,农户宅基地退出并不积极[4]｡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人口老

龄化加重社会养老负担,家庭养老愈发困难,在农村该问题更为突出｡据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数据,从2011年到2016年,农村60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由15.55%增至19.15%｡而现有宅基地退出政策未关注农户养老问题
[6]
,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的潜在影

响不容忽视｡同时,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建设始终受到政府重视,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不断提升[7]｡

社会信任是农户退出宅基地的心理基石｡那么,社会信任会对农户宅基地退出产生怎样影响?社会信任水平提升导致农户间､农户

与政府间沟通合作增多是否会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社会信任的缓解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可

以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分析宅基地退出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在理论上丰富宅基地退出问题的研究内容,在实践中促进农户宅基地

退出､提高农村宅基地利用效率｡ 

纵观现有文献,学者们从农户基本特征[8]､宅基地基本特征[9]､隐形市场特征[10]､制度保障与政策激励特征[11-12]等方面研究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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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但上述研究忽略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剧这一现实背景,未考虑社会信任在农户宅基地退出中的作用｡

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产生是农户基于收益最大化原则,与政府合作的结果[13]｡良好的社会信任,可以通过降低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易

变性及不确定性提高农户与他人的合作水平
[14]
,对农户宅基地退出产生影响｡对此,本文以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省金寨县农户

为研究对象,运用Probit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并探讨社会信任在

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中的缓解作用｡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探索性研究:一是基于农村人口老龄化视角,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在

分析中不仅考虑家中老人,同样考虑即将迈入年老阶段家庭成员带来的不利影响｡二是探究社会信任与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之间

的关系｡社会信任不仅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有直接影响,同时在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中发挥缓解作用｡三是

基于社会信任的特征,将其划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分析不同类型社会信任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宅基地退出行为的缓解作用是

否存在差异,深入探究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产生的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动态演化现象[15]｡在我国城乡

二元体制下,农村居家养老模式占主导地位｡伴随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转变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户其养

老负担只增不减
[16]｡而现有宅基地退出政策进一步加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负担:一是政府为降低安置成本,令农户“被上

楼”“上高楼”,导致家中老人日常行动不便[17],增加农户养老难度;二是现有宅基地退出政策改变农户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方

式｡农户日常所需蔬菜等食品的供给不再依赖庭院种植,电费､水费等生活支出增加[18]｡加之农村老龄人口因缺乏生产能力和生产

技能,经济收入微薄,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实施额外增加农户的养老成本｡可见,在现有宅基地退出政策下,农户家庭成员中老人数

量越多,额外增加的养老负担越重,不利于农户退出宅基地｡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不利影响｡ 

2.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 

社会信任为固定村域内农户长期交往形成的相互信任关系,有助于农户与他人构建稳定的合作规则和互惠机制,提高合作效

率[19]｡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产生是其基于个人利益与政府合作的结果[13]｡合作依赖于准确的信息和可靠的执行[20]｡农户在做宅

基地退出决策(即是否与政府合作)时,若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政府执行不可靠,会影响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产生｡现有宅基地退出政

策,虽宣传力度不断加大,但受宣传手段､方式单一限制,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相关信息的了解仍不足
[21]
,农户与政府间存在严

重的信息不对称｡而社会信任的存在,可以通过提高农户间信息交流共享的程度[22],实现农户获取宅基地退出信息方式的多样性,

增加农户对宅基地退出信息的了解,避免宅基地退出中信息不对称的发生,促使农户退出宅基地｡且在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中,农

户往往不与政府直接对话,由村干部或乡镇干部代理执行｡现关于宅基地退出政策的法律缺失,对政府执行缺乏监督
[23]

,增加了政

府执行不可靠的可能性｡而社会信任的存在,可以通过农户与村镇干部的有效沟通,发挥村镇干部的非正式保障作用[24],降低政府

执行不可靠的可能性,有利于农户退出宅基地｡ 

同时,考虑到不同类型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借鉴国内主流研究,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为纽

带,把诸如首要群体､次要群体的亲疏远近定义为人际信任[25],把依赖于法律､政策等制度环境,超越人际关系､具有约束力的信任

定位为制度信任[24,26]｡前者主要表现为对家人､亲戚等的信任,后者主要表现为对村干部､乡镇干部等的信任｡人际信任的存在,可

以通过提高农户分享信息资源的意愿,使农户获得的信息更加准确､详实[22],有利于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阻止合作中信息不对

称的发生,有助于农户退出宅基地;制度信任的存在,则可以充分发挥村镇干部在宅基地退出中的非正式保障作用[24]｡且农户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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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信任水平越高,农户对非正式保障发挥作用的信心越强,从而降低其对宅基地退出政府执行不可靠的担忧,进而选择退出宅基

地｡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2: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具有正向影响｡ 

H2a:人际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具有正向影响｡ 

H2b:制度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具有正向影响｡ 

3.社会信任能否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的不利影响 

如上文分析,农户养老难度的增加以及养老成本的上升,会额外加重农户的养老负担,对农户宅基地退出产生不利影响｡宅基

地退出政策规定,若农户退出宅基地,会给予农户一定补偿,包括现金补偿､实物补偿等;但忽略农户的社会养老保障[27],会阻碍其

退出宅基地｡而社会信任的存在,有利于农户在生活中获得亲友支持,实现子女轮流养老或亲友帮扶养老[28];通过分担养老压力,

降低农户养老负担,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的不利影响｡且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处于初始阶段,政府虽承诺给予农户

多项保障,但受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限制[23],农户对政府承诺保障的信任度不高｡而社会信任的存在,则能通过农户与村镇干部

的有效沟通,提升农户对政府承诺的各种保障的信任(包括养老保障),最终减少农户对宅基地退出后养老问题的担忧,缓解人口

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 

不同类型社会信任对人口老龄化缓解作用的内在逻辑不同｡一是人际信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缓解作用｡人际信任作为影响

人际关系的调节因素,对农户间沟通有重要作用[29]｡高人际信任农户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在生活中更易获得亲友支持[28]｡且高人际

信任农户对压力处理方式更为积极,抗压能力更强[30],从而可降低农户的养老负担｡二是制度信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缓解作用｡

在宅基地退出中,农户往往与担任政府“代理人”角色的村干部､乡镇干部进行沟通｡农户制度信任水平取决于农户对村干部､乡

镇干部的信任[24]｡而农户制度信任,可以降低农户对宅基地退出中政府执行不可靠的担忧,提升农户对政府承诺的各种保障的信

任,从而减少农户对宅基地退出后养老问题的担忧｡ 

现实中,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程度和机理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引致其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农户宅

基地退出行为的缓解作用有所不同｡理由如下:一是制度信任作用的发挥会因村干部､乡镇干部工作能力不足而受到弱化,而人际

信任作用的发挥所受约束条件要少得多;二是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农户对家人､亲戚的信任要远胜于

对村干部､乡镇干部的信任｡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3:社会信任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 

H4:不同类型社会信任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缓解作用存在差异｡ 

二､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1.模型设定 

(1)Probit模型｡本文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采用现实中农户是否已经退出宅基地来衡量,属于典型的二分类离散变量｡对此,

本文选用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构建Probit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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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yi为农户的宅基地退出行为,即是否已经退出宅基地;PA为农户人口老龄化变量;ST为农户社会信任变量;PA×ST为

农户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信任变量的乘积项,以检验社会信任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缓解作用;Xij为第i个农户的第j个控制变量;β

､γ为待估系数;εi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扰动项｡ 

(2)分组回归模型｡若变量X对变量Y的影响,与变量M取值有关,则称变量M在X影响Y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当X为连续型变

量,M为类别型变量时,可采取分组回归方法,检验变量M在X对Y影响中的调节作用[31]｡鉴于本文选用的人口老龄化变量可作为连续

型变量,调节变量社会信任可作为类别变量,故采用该模型检验社会信任在人口老龄化影响农民宅基地退出行为中的调节作用｡ 

2.变量选择 

(1)因变量｡本文因变量为农户的宅基地退出行为,即农户是否已经退出宅基地,答案包括“是=1;否=0”两种情况｡ 

(2)核心自变量｡本文核心自变量包括人口老龄化变量和农户社会信任变量｡其中,人口老龄化变量,参考其他领域人口老龄

化相关研究[32-33],用家庭人口老龄化率衡量家庭人口老龄化程度｡家庭人口老龄化率是指60岁以上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例(考虑到

现今人均寿命延长,60岁农户大部分仍具有生产､自理能力,故在计算家庭人口老龄化率时不包括年龄为60岁的农户)｡该指标不

仅能够反映家庭老人数量占家庭总人数的比重,还反映出家庭老人的总数及家庭所承担的养老负担,与本文研究主题相符｡农户

社会信任变量,借鉴相关文献[24-25],分别测度农户对家人､亲戚､村干部､乡镇干部四类人员的信任程度｡依据其信任程度从低到高,

依次赋值1～5｡其中,1代表完全不信任,2代表不太信任,3代表一般,4代表比较信任,5代表完全信任｡在此基础上,运用SPSS 18.0

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公因子两个,公因子1反映的是人际信任,公因子2反映的是制度信任｡最终,根据各因子得分和方差贡献

率,可测算出农户社会信任状况的综合指标,即社会信任=(53.872%×人际信任得分+24.860%×制度信任得分)/78.732%｡ 

表1 社会信任变量说明及因子分析结果 

类型 指标 含义及测度 均值 标准差 
社会信任因子分析结果 方差贡献

率/% 因子 1 因子 2 

人际信任 
对家人的信任程度 赋值 1〜5 4.848 0.385 0.753 0.034 

53.872 
对亲戚的信任程度 赋值 1〜5 4.158 0.723 0.878 0.078 

制度信任 
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 赋值 1〜5 3.791 1.068 0.235 0.971 

24.860 
对乡镇干部的信任程度 赋值 1〜5 3.944 1.079 0.152 0.885 

 

(3)控制变量｡借鉴相关研究[8-11],本文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农户宅基地拥有状况三个方面｡在户主特征方

面,本文假定户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会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影响;在家庭特征方面,本文假定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家

庭人口数会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影响;在农户宅基地拥有状况方面,本文假定宅基地面积､宅基地距乡镇距离会对农户宅

基地退出行为产生影响(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宅基地退出行为 

是否退出宅基地 是=1;否=0 0.537 0.499 

 人口老龄化 

家庭人口老龄化率 60岁以上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例 0.313 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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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自变量 
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综合指标 对 4个社会信任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后的综合得分 0.000 0.607 

 人际信任 因子分析所得公因子 1 0.000 1.000 

 制度信任 因子分析所得公因子 2 0.000 1.000 

 户主特征 

性别 男性=1;女性=0 0.615 0.486 

 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岁 56.623 11.720 

 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年限 5.000 4.134 

控制变量 家庭特征 

家庭人均收人水平 实际调查的 2017年家庭人均收人/万元 1.691 1.423 

 家庭人口数 实际调查的家庭总人口数 4.299 1.815 

 宅基地拥有状况 

宅基地面积 实际调查的农户拥有的宅基地总面积/平方米 157.705 83.218 

 宅基地距乡镇距离 实际调查的农户宅基地距所属乡镇的距离/千米 6.632 6.249 

 

注:由于在因子分析时采用了标准化处理,社会信任､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变量的均值为0.000｡ 

3.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8年7月到8月对安徽省金寨县农户开展的抽样调查｡安徽省金寨县地处大别山腹地,耕地资源

稀少,建设用地分布较为分散,农户宅基地多建设在山区｡伴随经济发展,农村人口逐渐向山下基础设施完善区域转移,山区宅基

地大量闲置｡自2015年12月起,该县启动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行《金寨县农村宅基地自愿退出奖励扶持办法(试行)》,引

导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对属于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范围的,给予地上房屋拆除补偿(框架结构600元/平方米､砖混结构430

元/平方米､砖木结构350元/平方米､土木结构250元/平方米)和宅基地退出补偿(已确权发证及未确权发证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现场核实且符合规定面积标准的,按7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超出规定面积的,按35元/平方米给予补偿)｡截至2017年底,金寨县

自愿申请有偿退出宅基地2.09万户､7.37万人,复垦农村宅基地3万多亩,取得显著成效｡因此,本文选取金寨县作为研究区域,分

析该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考虑到距金寨县城距离不同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可能存在差异,课题组随机选取金寨县城周边的梅山镇､全军镇和白塔畈镇,

距县城较近的槐树湾镇､双河镇､油坊店镇和桃岭镇,以及距县城较远的青山镇､古碑镇和燕子河镇,并采用分层逐级抽样和随机

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样本农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50份,得到有效问卷614份,问卷有效率为94.46%｡农户问卷调查主要对户

主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家庭人口结构及劳动力就业状况､宅基地退出基本状况､社会信任情况､对宅基地政策和宅基地退出政策的

认知､评价状况等方面｡ 

4.样本描述 

从样本农户基本特征看,男性占61.6%;年龄在46～55岁的占30.8%;户主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小学及以下,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占

比达42.9%;家庭人数在4～6人的占受访家庭的61.4%;仅有1块宅基地的农户占99.0%;宅基地面积在101至200平方米的占受访家

庭的53.4%;实际耕地面积在3亩以下的占60.4%;家庭人均收入在1～2万元的占受访家庭的43.8%(见表3)｡总体上看,样本农户与

安徽金寨的实际情况相符,被调查农户及其所在家庭具有代表性｡ 

表3 样本农户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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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选项 人数 占比/% 类型 选项 人数 占比/% 

 男 378 61.6  1 608 99.0 

性别 女 236 38.4 宅基地块数 2 6 1.0 

 45岁及以下 98 15.9  100平方米及以下 173 28.2 

年龄 
46〜55岁 189 30.8 宅基地面积 101〜200平方米 328 53.4 

56〜65岁 151 24.6  201平方米及以上 113 18.4 

 66岁及以上 176 28.7  3亩以下 371 60.4 

 文盲 159 25.9 实际耕地面积 3〜10亩 209 34.1 

 小学 264 42.9  10亩以上 34 5.5 

受教育程

度 
初中 125 20.5  1万元以下 172 28.0 

 高中及中专 40 6.5 家庭人均收人 1〜2万元 269 43.8 

 大专及以上 26 4.2  2万元以上 173 28.2 

 3人及以下 199 32.4     

家庭人数 4〜6人 377 61.4     

 7人及以上 38 6.2     

 

三､估计结果与分析 

在进行模型估计前,采取方差膨胀因子法对所有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VIF 值均小于10,不存在共线性问题｡进而运用

Stata 14.0软件,首先,考察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方程1);其次,引入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变量,

分析不同类型社会信任的影响(方程2);然后,引入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信任的交互项,考察社会信任能否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

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方程3);最后,引入人口老龄化与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的交互项,考察不同类型社会信任对人口老龄化影响

宅基地退出行为的缓解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方程4)｡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 

1.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 

表4中方程1和2的估计结果均显示,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有负向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即60岁以上人口

占家庭总人口比例越高(家中老人数量越多),农户越倾向于选择不退出宅基地｡样本统计结果显示,家中老人数量为0人､1人､2人

的农户中,选择退出宅基地的农户所占比例分别为67.20%､51.83%和43.90%｡随家中老人数量增多,选择退出宅基地的农户所占比

例不断下降｡假说1得到证实,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确实有不利影响｡ 

表4 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方程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人口老龄化 -0.222** 0.067 -0.251** 0.071 -0.739* 0.263 -0.724** 0.235 

社会信任综合指标 0.624*** 0.095   0.502*** 0.112   

人际信任   0.558*** 0.065   0.418*** 0.087 

制度信任   0.173** 0.005   0.132* 0.071 

人口老龄化 X社会信任     0.119** 0.059   

人口老龄化 X人际信任       0.139* 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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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 X制度信任       0.086** 0.039 

户主特征         

性别 -0.215* 0.109 -0.195 0.124 -0.224* 0.119 -0.212* 0.126 

年龄 -0.011** 0.005 -0.012** 0.006 -0.011** 0.005 -0.012** 0.005 

受教育程度 -0.014 0.015 -0.005 0.016 -0.013 0.015 -0.006 0.016 

家庭特征         

家庭人均收人水平 -0.021 0.038 0.006 0.039 -0.012 0.038 0.016 0.040 

家庭人口数 -0.071** 0.031 -0.078** 0.032 -0.068** 0.031 -0.069** 0.033 

宅基地拥有状况         

宅基地面积 -0.005*** 0.001 -0.005*** 0.001 -0.005*** 0.001 -0.005*** 0.001 

宅基地距乡镇距离 -0.003 0.009 -0.009 0.009 -0.004 0.009 -0.010 0.009 

PseudoR2 0.144  0.219  0.145  0.232 

卡方检验统计量 122.440*** 185.280*** 126.980*** 196.950*** 

对数似然值 -362.650 -331.227 一 360.378 -325.393 

 

注:*､**､*** 分别表示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2.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 

表4中方程1估计结果显示,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社会信任能促使农户选择退出宅基地｡假说2

得到验证,即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积极影响｡此外,表4中方程2估计结果显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对农户宅基

地退出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该结果与假说2一致,不论是人际信任还是制度信任,都会促使农户选择退出宅基地｡同时,这一结

果也验证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3.社会信任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缓解作用 

表4估计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信任的交互项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表明社会信任能够缓解人口

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假说3得到验证｡随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社会养老负担加重,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户其

养老负担只增不减[5],且宅基地退出增加农户的养老难度和养老成本,额外加重农户的养老负担,阻碍农户选择退出宅基地｡而社

会信任的存在,则能通过发挥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的作用,降低农户养老负担､减少农户对宅基地退出后养老问题的担忧,缓解人

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 

此外,本文深入探究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同类型社会信任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缓解作用是否存在差异｡

表4中方程4估计结果显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人口老龄化交互项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表明人际信任､

社会信任均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但从影响强度看,人际信任的缓解作用要强于制度信任,假说4

得到验证｡两种社会信任缓解作用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其一,村干部､乡镇干部在宅基地退出中担当带头人和组织者,具有较强

号召力和组织力,能动员农户退出宅基地｡对农户来说,村干部和乡镇干部的潜在作用相当于提供一种非正式制度保障｡然而,这

种制度信任作用的发挥会因村干部､乡镇干部工作能力不足被弱化[22]｡对样本统计结果也显示,40.3%的农户认为村干部､乡镇干

部在宅基地退出中存在工作能力不足问题,导致宅基地退出政策执行不规范,从而减弱了制度信任的缓解作用｡其二,农户的人际

信任和制度信任水平存在差异,农户制度信任水平不高,制度信任的缓解作用也相对较弱｡由表1可知,农户制度信任均值为3.868,

而人际信任均值为4.503,制度信任水平相对较低,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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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变量的影响 

户主特征中,性别对宅基地退出行为有负向影响｡受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低影响,农户退出宅基地重新安置后负债现象普遍,

而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男性,与女性相比,男性面临更大的还债压力,导致男性不愿退出宅基地｡年龄对宅基地退出行为有负向影

响,年龄大的农户思想较为保守,更看中宅基地的居住养老功能,不愿退出宅基地｡家庭特征中,家庭人口数对宅基地退出行为有

负向影响｡家庭人口数越多,宅基地退出后面临的住房压力越大,不利于农户宅基地退出｡宅基地拥有状况中,宅基地面积对宅基

地退出行为有负向影响｡宅基地面积是农户原有生活状态的反映,宅基地面积越大,表明农户原有生活越舒适,因满足于现状而不

愿退出宅基地｡ 

5.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讨论 

考虑到选取的模型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本文进而选用分组回归模型,采取Logit回归方法,探究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

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以进行稳健性检验(表5)｡具体为:根据农户人际信任得分,将农户分为低人际信任和高人际信

任两组,对比不同组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差异｡表5显示,人口老龄化对两组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在5%

统计水平上显著,且边际效应为负｡但从影响强度看,人口老龄化对低人际信任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要强于高人际信

任,即人际信任确实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 

根据农户制度信任得分,将农户分为低制度信任和高制度信任两组,对比不同组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差

异｡表5显示,人口老龄化对两组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且边际效应为负｡但人口老龄化对低制度信任

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要强于高制度信任,即制度信任确实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同时,

据表5可知人口老龄化对低人际信任和高人际信任两组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边际效应绝对值差值较大,为0.273,而在低制

度信任和高制度信任两组,差值仅有0.028｡这表明两种社会信任缓解作用存在差异,人际信任的缓解作用要强于制度信任｡该结

论证实前述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5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低人际信任农户 髙人际信任农户 低制度信任农户 髙制度信任农户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人口老龄化 -0.525** 0.162 -0.253** 0.075 -0.347… 0.134 -0.319*** 0.085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R2 0.271 0.085 0.203 0.132 

卡方检验 48.830*** 56.660*** 51.290*** 67.670*** 

对数似然值 -65.692 —304.966 -100.897 -223.548 

 

注:为对比不同组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差异,Logit模型估计结果报告的是边际效应,标准误由德尔塔方

法(delta method)计算得出｡限于篇幅,未报告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由于在因子分析时采用了标准化处理,农户人际信任得分和

制度信任得分均值为0.000｡所以,本文将农户人际信任得分大于等于0.000的定义为高人际信任农户,人际信任得分小于0.000的

定义为低人际信任农户;将农户制度信任得分大于等于0.000的定义为高制度信任农户,制度信任得分小于0.000的定义为低制度

信任农户｡ 

伴随宅基地退出政策大力推进,农户宅基地退出决策愈发理性化[34]｡中国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户在宅基

地退出中不仅担忧家中老人的养老问题,还有即将迈入年老阶段家庭成员的养老问题｡尤其是处于51～60岁年龄段的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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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宅基地退出是长期性过程,该年龄段成员在宅基地退出后面临的养老问题更加紧迫｡对此,本文引入“41～50岁比

例”“51～60岁比例”变量分别进行回归(见表6中方程1､2)｡结果显示:仅“51～60岁比例”在5%的显著水平上对农户宅基地退

出行为有负向影响｡51～60岁人口所占比例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不利影响,家庭中该年龄段成员养老负担进一步增加,阻

碍农户退出宅基地;而“41～50岁比例”考虑家庭成员的养老问题尚且过早,因此该年龄段结果不显著｡ 

此外,将“41～50岁比例”“51～60岁比例”“60岁以上比例”三个变量同时进行回归(见方程3),结果与上文一致,再次证

实上述分析的准确性｡由此得出:在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时,不仅要考虑家中老人,同样要考虑即将迈入年

老阶段家庭成员带来的不利影响｡而现有研究在分析人口老龄化问题时,仅关注家中60岁以上人口比例,而忽略了51～60岁人口

比例在农户行为决策中的作用,低估了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如何突出家庭51～60岁人口比例在农户宅基地退出中的具体作用,

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表6 家庭人口结构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家庭人口结构       

41〜50岁比例 0.304 0.234   0.095 0.247 

51〜60岁比例   -0.443** 0.225 -0.393* 0.237 

60岁以上比例     -0.611** 0.271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R2  0.080  0.082 0.086  

卡方检验统计量 68.810*** 71.000*** 74.480*** 

对数似然值 -397.956 -396.860 -394.496 

 

注:限于篇幅,未报告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考虑到家庭人口结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在分析前,本文对“41～50岁比

例”“51～60岁比例”“60岁以上比例”及其他控制变量进行了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VIF 值均小于10,不存在共

线性问题｡ 

四､结论与启示 

引导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实现农村宅基地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不仅有利于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同样有利于城乡

统筹发展｡而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给农户宅基地退出带来新的挑战,同时社会信任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本

文利用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省金寨县614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村人口老龄化､

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家中

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越高,农户越倾向于不退出宅基地;社会信任的提升则能促使农户选择退出宅基地｡第二,从不同类型社会

信任影响来看,不论是人际信任还是制度信任,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三,社会信任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

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的缓解效应均显著,且人际信任的缓解作用要强于制度信任｡第四,控制

变量中,性别､年龄､家庭人口数和宅基地面积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促使农户理性退出宅基地,可采取以下对策:第一,完善宅基地退出户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立与老

龄社会发展需求相符的养老､医疗等保障制度,健全老龄人口生活料理､精神慰藉等老龄服务体系,减少宅基地退出农户的养老负

担｡第二,提升农户社会信任水平｡积极组织农村文化活动和生产互助活动,通过合作交流,提高农户间的信任程度;通过在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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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村干部､乡镇干部的工作能力和亲民作风,提高农户对村干部､乡镇干部的信任｡第三,制定多元化宅基地退出政策｡根据不同

农户的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信任差异,制定适用于不同农户群体的差异性宅基地退出政策,避免“一刀切”做法影响宅基地退出工

作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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